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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送给我他的一本书《家是香港》，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一个观点：香港回归前，英国、中国、香港，对另外的两方都存在高估或低估的认识误差。我想，这种认识误差到今天依然存在。当然今天英国人出局了，只剩下香港和内地，借助这个视角，我谈一下深港合作面临的形势、问题与挑战。
深港合作面临的形势
首先，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需求的增长与两地政治隔阂加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一国之内让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和谐共处的难度超出预期，这是香港回归19年来治港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未宪制化与治下的一个具备完善法治和初步现代民主的地区之间的张力愈加紧张。应当承认，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民主法治水平还比较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相当完善，治理也很有成效。两者之间的反差与张力显而易见。
第三，30年前不变的承诺，与30年后陆港两地及深港两地都发生了巨变之间，带来的心里落差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
第四，中央政府面临着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双重压力。因为中央政府是全国的中央政府，这么多年来大力扶持香港，对香港赠送了很多“大礼包”，内地很多的省份、城市，可能越来越不能理解，甚至会施加压力。在中央政府涉港部门的同志看来，给了香港这么支持但似乎两边都不讨好。
第五，特区政府长期疲于应付政治性挑战，无法就香港长远发展积极施政。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观，高度自治内部的政法关系内耗比较严重。香港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些事务都属于自治权范畴，中央不能插手，也缺乏抓手。但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兜底责任，因为香港搞不好，全世界只会批评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的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对香港这种兜底责任（不可能撒手不管）与实际管治香港有心无力之间的鸿沟短期无法弥合。
第六，香港与内地之间，包括与深圳的合作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整合平台。1985年开始起草到1990年通过的《香港基本法》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和人心的安稳，为两种制度提供防火墙。但《基本法》没有预料到回归以后两地的经济融合和各种方面合作的需求，以及深度交流的飞速发展，缺乏促进和保障香港与内地合作交流的整合性制度安排。香港基本法没有类似美国宪法第4条第一款那样的“各州对其它各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完全的信赖和尊重。国会得制定一般法律，用以规定这种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如何证明以及具有何等效力”之规定。美国联邦制的各个州不能各自为政，搞独立王国，甲州不能对乙州的判决说“不行，我不能执行”，但是我们内地和香港司法协助之间的安排程度、水平比我们和外国主权国家之间的协助安排还要低。香港有一种观点，认为内地的法治水平低，内地的判决可能不是一个最终的判决。我们知道美国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比如，不会出现在加州缔结的婚姻别的州不承认，或者在得克萨斯州的离婚加州不承认，但是，在香港和内地之间还真存在判决和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方面的制度衔接与障碍问题。法治水平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距不应成为两制在国家层面整合的障碍，中国内地省份也有法治发展较好和比较落后的现象，但是我们不允许借口其他地方法治落后就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可是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再举一例，香港基本法第95条只规定了香港与内地司法协助的协商条款，却无一旦协商不成中央政府如何出场的整合性条款，所以西九龙“一地两检”在香港引起很大的争议。如果协商不成中央政府也没法强制要求香港实行“一地两检”，就像CEPA一样只能谈判。
最后，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反中、港独极端行为的滋长，为陆港关系增加了复杂化的因素。
深港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深港两地不同的体制导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存在困难。一个是两地政府能力的不匹配，导致政府合作的局限性逐步显现。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香港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我们这边搞得定的他们搞不定，我们跟他们谈好的事情他们回去可能算不了数。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种全能型的政府就好得很，因为从法治角度看全能型的政府往往法治程度很低，但香港虽然是法治政府，也不能走向一个极端，完全没法强政励治，无法回应社会需求。因为全世界的法治政府也不都表现为跛脚政府，也可以既强势，也遵守法治，而这一点恰好是香港以往的优势，现在基本丧失积极作为能力，只剩下遵纪守法。
其次，香港社会的多元民主化的社会已经形成，很难形成一个集中的合作诉求。很多合作的项目在我们这里形成集中的诉求，但是在那里可能会引起纷争。
再次，我们产业合作存在障碍，一是两地的产业互补性减弱，二是CEPA和补充协议的效果逐渐减弱。香港方面普遍反映CEPA的实施效果有限，进门难、落地难，制度衔接问题凸显。而对香港专业人士的单边开发对内地而言也不公平，存在可持续性问题。内地对香港服务业的准入门槛过高，服务业的管理模式差距很大，这里面有双重准入职业能力资质与执业资格的双重障碍、个人单独执业的困境、执业领域的限制、任职监管过于严苛、金融产品的限制等多种不利因素。
最后一点，港人在内地就业生活的次国民待遇阻碍民间的合作交流意愿，我统计过香港在祖国内地工作定居的人大约有20多万，其中80%在广东。我们中心就有两位学者任职，他们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是他们不能享有内地居民的社会保障，其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就读公办学校。此外，合作所依据的种种文件法律地位不明确。
综上，我认为，制约双方合作的深层次问题、制度机制问题不解决，深港未来长期的全方位的合作的基础就不会稳固。
（作者系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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